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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徐渭書畫自用印與書畫編年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日本東洋美術史講師荒井雄三

一、著眼點
（一）徐渭書畫研究的基礎

徐邦達先生，在關於《青天歌》卷的論爭中，有這麼一段很有意思的敘述。“關於印

章問題，我們也早已經發現過元、明時代的書畫中，有本身皆真而印章卻大同小異、似是實

非的情況。鄭為同志曾告訴過我，在上海附近發掘過明墓二座，在墓中出現了印文大同小異

的印章幾套。原來當時人刻用印章有此習慣，才打破了這個啞謎。”（徐邦達〈再論徐渭書

《青天歌》卷的真偽〉，《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文章裡談到明朝人“大同小異的印章”，這些印不見得全部都是偽印，擁有“印文大

同小異的幾套印章”，乃是當時明朝人的習慣。這不僅適用於徐渭，進一步說，徐渭更有押

蓋具特殊特徵印章的習慣。

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從書畫本身，來對徐渭多樣性的詩書畫世界，進行綜合性的研

究。而這樣的一個研究，不管是對於作品真偽的判斷或徐渭書畫作品裡少數有紀年作品的編

年等旁證，亦是不可欠缺的。

既然是徐渭書畫的基礎研究，筆者全面性網羅目前可搜集到的徐渭書畫資料，利用數

位化影像將自用印分類並作了系統性的研究。在廣泛搜集圖片資料過程中，去除了明顯已被

公認的偽品，再將很難判斷真偽的作品及一些臨模本、但對徐渭書畫研究有幫助的作品等，

共網羅了書畫作品兩百多件。其中，把圖片看起來比較清楚的一百五十多方印，給予影像數

位化，進行了比較分類、用法、印文思想的分析。本論文即為其中成果的一部份。

（二） 印的調查

1. 徐渭的初步基準印

以《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上海博物館藏等七十個例子，加上“明清畫家印鑑”裡

歐美所藏的十四個例子為此研究的基準印。此外，《文人畫粹編．第五卷：徐渭、董其昌》

裡曾談到但前舉兩書所沒有的日本和美國三十五個印例亦為此調查的基準。這裡所謂的基

準，因為並不是所有印都適用，指的是在初步研究階段上的一個比較基準的意思。而這個工

作也順道把印的收藏處、作品名不詳的部分弄清楚了。

2. 印跡的比較．分類

　　前提基準例的比較和分類，主要是透過電腦畫面，把兩個印用數位方法，透過畫像放

大，將之重疊對照。這比用肉眼來對照兩個圖像應該更為客觀。一些較小的圖像經由放大而

產生的變形，在處理時會小心注意。因押印時所造成的差異以及畫布後面的損傷，所造成印

面的脫落或是絹布在裱褙時產生的扭曲等地方也會慎重處理。

3. 整理號碼的標注方法

（1）在整理時，為了避免發生新的混亂，將沿襲《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所使用的印	

	的號碼，並在印文後面標注整理號碼。

（2）從《文人畫粹編》裡引用，而《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所沒有的印，則在後面加注B。

（3）同樣的印文，不過印面有些許差異、明顯不同的則在整理號碼後加注從a開始的小

字母。大小的不同，譬如長度上偏長的，則在號碼後添加如“長”“圓”等適當文

字。

（4）印形相似，但因為插圖的關係而很難辨別的，則在整理號碼之後添加（）。希望可

以藉由今後的研究，將這問題予以明白化。

二、徐渭的用印
　　元朝的王冕（1287？－1359），以擅長畫梅而馳名，也是號稱第一個使用花乳石自刻印

蓋在畫上的人。關於王冕的事雖然有很多僅是傳說，不過大約是這時候開始漸漸往吳昌碩

（1844－1927）等代表清時代末期詩書畫篆刻一致的世界展開，漸受注意。徐渭對於生長在

浙江省紹興附近的諸暨人王冕非常重視。徐渭在《擬鳶圖》卷裡把自己比擬為與王元章唱和

的詩有八首。想必徐渭當時也注意到王冕墨梅畫裡的印和布置方法吧。

　　到了明代，在鈐印方面更注重意的表現，且有比元代更強烈的趨勢。明代的特色是比朱

文印要求線條的建構性外，在放逸較易於表現的白文印的質量上都更多更好。不過書畫家自

己刻印的情況仍少，大部分還是倚賴篆刻師傅為他們刻印。

　　在徐渭的四十種印文裡，朱文不超過十二種，白文居多。這些印不同於王冕，應該都

是篆刻師傅所入刀。不過其中可能也有徐渭的朋友沈明臣（字嘉則。著有《豐對樓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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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一百四十四冊所收）、公元一五七二年顧氏《集古印譜》序、一

六零八年《明臣印譜》。）、林穆所刻的印章。徐渭也和朋友一樣，對於印章的使用花了不

少心思吧。例如以上海博物館所藏《擬鳶圖》卷為例，在一件作品上蓋了十四個印，這樣的

表現我們沒辦法說他對印沒有絲毫熱情。接下來我們將談一談這些印的特徵。

（一）印文種類

關於徐渭有許多的字號︰

字文清，之後改為文長。

號天池、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道人、天池道士、天池漁隱、天池中漱犢之輩、青

藤、青藤老人、青藤道士、青藤居士、漱者、漱仙、漱老、漱仙老子、田水月、佛壽、金

罍、金罍山人、鵞鼻山儂、鵞鼻山樵、黃鵞道士、孺子、山陰布衣、鵬飛處人、白鷳山人、

方蟬子、方蟬道人、大環、大環道人、蒼箕中人等。書齋名有青藤書屋、一枝堂、酬字堂、

梅花館、櫻桃館等。（金罍是上虞金罍山，《參同契》的魏伯陽煉丹故地。）

字號多印文當然也就豐富起來。以下，將舉出印文和之前所提在書畫調查上所統計過

的使用頻率。此外，比較能夠表達出作者心境的閑章印（與姓名字號無關的印。如雅印、游

印之類）較多，這也是一項特徵。

1 姓名印與字號印

徐渭之印（小）二十八例、徐渭之印（大）三例、徐渭之印（朱文）三例、徐渭私印

（朱文）十例、徐渭印九例、徐渭九例、渭文長（組印）六例、徐渭漱仙（朱白文連珠印）

三例、徐氏文長一例。

文長（朱文）四十二例、文長二十八例、文長氏十八例。

天池山人六十五例、天池山人（朱文）二例。

青藤道士六十例、青藤一例、青藤道人一例。

漱仙二十五例、天池漱仙十九例、金罍山人十九例、田水月六例、天池四例、秦田水

月三例、古秦田水月二例、徐田水月（朱文）一例。

佛壽十九例、孺子（朱文楕円）十一例、墨三昧九例、□孺子一例。

2 齋室印與閑章印

湘管齋（朱文）五十八例、公孫大孃二十六例、袖裡青蛇二十四例、海笠十一例、華

暗子雲居十一例、青山捫虱十例、酬字堂（朱文）六例、山陰布衣五例、鳳飛處人五例、太

玄箸六例、與木石居三例、兩溟魚鳥二例、辛卯七十一，二例。

之罘山人、龍啞大家公、筍孤、天放狂夫、石鷗館，各一例。

3. 印文不明印

“抱風弄月”、“八百里荷花中人”、“印文不明白文印”、“印文不明白文印”，

各一例。

（二）徐渭用印的特徵

1. 大約四十種印裡，朱文有十二種，白文較多。

2. 閑章印等使用於畫的印較多

（1）	祇有在畫作才看得到的印︰徐渭之印（朱文）、孺子、田水月、徐田水月（朱文）、

天池、渭文長、徐渭漱仙（朱白文連珠印）、秦田水月、古秦田水月、青山捫虱、

鵬飛處人、太玄著、辛卯七十一、石鷗館、青藤道人、青藤、□孺子、（抱風弄

月）、筍孤□、龍啞大家公、天放狂夫。

（2）	祇有在書法作品才看得到的印︰徐氏文長、之罘山人、八百里荷花中人。

（3）	書畫兼用印︰上記以外諸印。

3.  鈐印用法之定型和非定型

（1）	定型︰名字款識下面押蓋姓名字號的印，從一方到數方，畫的話在角落押蓋一方閑 

章印、書的話在引首處押蓋一方閑章印。

（2）	非定型︰押在一般作品右下角押鑑藏印的地方，比如“湘管齋”印的幾個例子，還

有廣東省博物館藏《行草書淮陰侯祠卷》“華暗子雲居”印、佛利爾美術館藏《草

書詩翰卷》“徐渭”印等。也有把“湘管齋”印當騎縫印使用的例子。

	 畫卷裡，在複數的主題和題詩相互作用的情況下，一件作品裡印的種類也增多。如

上海博物館所藏《擬鳶圖》卷有十四個印等。

三、徐渭各個用印的特徵
以下將舉出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印。在這裡，困擾著我們眼睛的，如前文提及徐邦達論

文中談到的，印文雖然一樣，但是印面卻有些微的差異。例如，與徐渭同處明代的沈周也有

大批相似的“石田”印，這都增添了我們在鑑別上的難度。

徐渭也有許多相似的印。不僅如此，透過此次全面性網羅調查的結果，發現這些印是

一套一套的，在使用時，有不太與其他印混著使用的特徵。接下來，就印的個別特徵，以“

天池山人”、“公孫大孃”和“湘管齋”印為例來說明。

關 於 徐 渭 書 畫 自 用 印 與 書 畫 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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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池山人”印

天池指的是徐渭出生長大的留花書屋（青藤書屋）的庭院。這個印在徐渭各個時期

都有使用，是他最愛的用印之一，這次調查裡，有六十五個例子，也是最多的。印面富於

變化，這些“大同小異的用印”，如天池山人21小、天池山人長、天池山人34、天池山人

34a、天池山人35、天池山人51、天池山人65等。

以下，將舉出典型的例子。

天池山人36

上海博物館所藏著名的山水人物畫卷《擬鳶圖》卷裡押有此印。其他如萬曆三年（公

元一五七五年）徐渭五十五歲，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花卉雜畫》卷和前衛作風的上海博物

館所藏《花果卷》裡也看得到。

天池山人36a

從左邊開始是，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花卉圖》卷，接著是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所藏

《墨芭蕉圖》的例子。這個印，乍看之下，可能跟天池山人36較難辨別，不過從“山人”兩

字的間隔或者是“池”字末筆的曲線可以看出其中差異。《墨芭蕉圖》文采郁郁的筆調，出

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是早期的作品，這又是此次調查中有趣的發現之一。

天池山人34

天池山人34印為最晚年書畫的基準，從“支那南畫大成”裡《水墨花卉》卷所擷取下

來。目前還無法確認收藏者是誰。與天池山人36印系統不同的差別在於，以“天”字的左邊

為基準，“池”字三點水中央的直畫來看，36是往右傾，34是幾乎和“天”字的線齊平的。

其他的例子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徐渭去世前一年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

年）的《墨花九段》卷，或榮寶齋所藏，同年的《花卉圖》卷。書畫的筆調作風方面較為協

調，用筆也較為老熟，呈現一種圓熟的雅趣。書法作品的話，蘇州博物館藏，長近三米五大

捲軸草書的代表作之一的對幅《行草書應製詞詠劍》和《行草書應製詞詠墨》裡也看得到此

印。這印可以補充說明這幅大軸是徐渭最晚年大軸草書的佐證。此印有較多的例子，是符合

徐渭在晚年時，困窮潦倒賣書畫維生的傳聞。

天池山人34a

天池山人34較多的例子裡，大概也包含有些偽印，正因為印文“大同小異”，反成為

困擾我們的要素。天池山人34a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徐渭行草代表作《行草書杜甫秋興

八首》冊中擷取而來。

在這，我們使用數位畫像試著把天池山人34和天池山人34a兩個重疊作比較。雖然四個

角的邊緣和“池”字有些微的差異令我們在意，不過為了不影響進度，我們先假定兩者為

同一印。值得注意的是，天池山人34的右上方，“天”字第一筆右上方的缺角和印的左上

方，“山”字左邊的缺角。這並不是押印時湊巧造成的一時的缺角，而是經年累月的因為某

種理由所產生的自然的缺角（相對的，筆者認為此系列“天池山人”印中的“天”字第一筆

左上方的痕跡則是人為造成）。這方印用到產生缺角，可以相信為長久以來所被愛用的一方

印吧。若兩者為同一印，可以想像時間是從天池山人34a往天池山人34進展。

押蓋天池山人34a主要的作品是有徐渭晚年書齋“櫻桃館”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

《自書詩》卷、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蟹魚圖》卷，還有給人如老年燈火般印象、畫中有紅

色石榴果實、最接近晚年書風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花圖》冊，此外，萬曆辛卯（公元

一五九一年）徐渭七十一歲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卷裡也看得到。我們

可以利用印的缺角，將這些作品群往有天池山人34印的作品群移動，來推算出書畫的編年。

在天池山人34a往天池山人34推移時，可以想像缺角發生的時期。天池山人34的兩個缺

角裡，有祇有左邊缺角的印，如果把這個當做是天池山人34b的話，紹興市博物館藏公元一

五九一年春的《春興詩》冊、還有榮寶齋所藏公元一五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行書煎茶七類》

卷裡押的印就符合天池山人34b的條件。

關 於 徐 渭 書 畫 自 用 印 與 書 畫 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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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間的兩個例子是天池山人34b，左邊的印是公元一五九二年春《春興詩》冊裡的印，

右印是公元一五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行書煎茶七類》卷裡的印。從

“天池山人34a（無缺角）→

　公元一五九一年春，天池山人34（左邊缺角）→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以後，天池山人34（左邊加右上邊缺角）”

這個流程來看，可以想像“天池山人34”印有系統的變遷。若此推論正確，則蓋有天池山人

34的書畫作品即為徐渭最晚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晚秋開始到隔年去世之間的創作。

天池山人34c

天池山人34c印押在公元一五九二年春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論書法》卷和

《行書晝錦堂記》。

天池山人51長

天池山人51長印押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山水人物花卉圖》，是公元一五八八年的基準印。

天池山人51

天池山人51印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從曹澄墓裡出土的《草書青天歌》卷的落款下方的

印，關於此作品，有先前引用的徐邦達和鄭威的論爭。印文的話，可以說此印乃為一孤印，

除此之外並無其他例子。

（二） “公孫大孃”印

此印據說是從唐代草書大家張旭在觀看公孫大孃舞劍時頓悟出狂草奧妙這段佳話而

來。喜歡劍的徐渭也喜歡這一軼事吧。除了印之外，還有“張旭觀公孫大孃舞劍器”詩一首

（《徐文長三集》卷五，第一五九頁）。

公孫大孃B29　　　　　　　　公孫大孃B29a

公孫大孃B29是從常常舉例的佛利爾美術館藏《花卉圖》卷中擷取，公孫大孃B29a則是

從畫風端莊的《榴實圖》裡擷取。兩印在“孫”字的系的地方，利用三角形組合而成，兩者

相比對，公孫大孃B29a的長度較短。前者由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本的《墨芭蕉圖》

裡看到，後者則祇能由南京博物院藏的《三清圖》裡看到。

公孫大孃65

　　公孫大孃65“孫”字的系，呈現一個圓“8”字形，為其一大特徵。此印是從此次展出

的徐渭行書代表作品、上海博物館藏《女芙館十詠》卷擷取而來。其他也有廣東省博物館藏

《淮陰侯祠》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草書千字文》卷、紹興市博物館《行書五律詩》（浙

18-006）和重慶市博物館藏《草書自度曲》等例子。

公孫大孃63

　　公孫大孃63印的“孫”字，此印特徵在於系是由兩個方形所組成，和子之間有點距離。

此印由萬曆八年（公元一五八零年）徐渭六十歲落款的上海博物館藏絹本《行草書陶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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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卷裡取得。其他可以舉出如在天池山人34a所談到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秋興八首》

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花圖》冊，還有臺北故宮藏徐渭畫軸裡最大的三公尺三十八公分

長的《花卉十六種圖（花竹圖）》等可以看出徐渭從中年到晚年不同作風。

公孫大孃63a

　　公孫大孃63a印在天池山人34b裡早已談過的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有秋仲落

款，榮寶齋藏絹本《行書煎茶七類》卷裡取得。其他還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雜畫》卷，廣

東省博物館藏《花卉圖》裡可以看出晚年作風的作品。

　　此印也可以看出印的缺角。在右上方“公”字的右邊筆畫有一缺角，如果公元一五八零

年公孫大孃63和公元一五九二年公孫大孃63a兩印是相隔十二年之後所蓋的同一個印的話，

那麼就像在天池山人34裡談論到的：

“公元一五八零年，公孫大孃63（無缺角）→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公孫大孃63a（右上缺角）”。

由此可以推論出“公孫大孃63”印有這樣一個系統化的變遷。

（三） “湘管齋”印

   用瀟湘的斑竹作成的筆管，也就是筆，借來引用為書齋的名字。在徐渭自用印中是最大

的一方印。誠如已經在上文關於徐渭用印的特徵裡討論過特殊用例，我們可以知道對徐渭而

言，“湘管齋”印和其他印比較起來是一個特別印。

湘管齋L　　　　　　　　　　　　　　　 湘管齋68圓

湘管齋68　　　　　　　　　　　　　　　湘管齋68a

湘管齋69　　　　　　　　　　　　　　　湘管齋70

湘管齋70a　　　　　　　　　　　　　     湘管齋70b

      

　　湘管齋L押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榴實圖》，其他有南京博物院《三清圖》的例子。

　　湘管齋68圓押在佛利爾美術館藏《花卉圖》卷，跟湘管齋68較接近，“管”字“臣”部

右下角等作圓。其他有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本的《墨芭蕉圖》、紹興博物館《行書寫花十

六種詩》卷（浙18-003）的例子。

　　湘管齋68長36×37毫米（mm），為徐渭中晚年書畫作品中的基準印，從“中國書畫家

印鑑款識”裡《行書詩》卷的例子。其他也有上海博物館藏《行書女芙館十詠》卷、《花

果》卷、紹興博物館藏《行書五律詩》（浙18-006）、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草書春雨詩》

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葡萄圖》等例子。

　　湘管齋68a印的“齋”字左邊下縱畫和左緣欄中央產生不連續，線條缺了一部分。此印

由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冬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卷裡取得。其他

也有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仲落款的榮寶齋藏《行書煎茶七類》卷、公元一五九二年秋八月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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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圖》卷、《五月蓮花圖》、中國歴史博物館藏《雜畫》卷、北京故宮

博物院藏《四時花卉》卷、瀋陽故宮博物院藏《蔬果》卷、佛利爾美術館藏《行書觀潮詩》

等徐渭最晚年書畫的例子。

　　湘管齋68和湘管齋68a兩印是同一個印的話，那麼就像在天池山人34和公孫大孃63裡談

論到的：

“湘管齋68（無缺）→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以前，湘管齋68a（‘齋’字左邊等缺損）”，

可以推論出“湘管齋68”印有這樣一個系統化的變遷。

　　湘管齋69押在公元一五八零年八月望日落款的上海博物館藏《雜畫》卷，其他也有公元

一五七五年菊月望日落款的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花卉雜畫》卷、上海博物館藏《牡丹蕉石

圖》、公元一五四二年偽款的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等例子。

　　湘管齋70押在上海博物館藏《行草書李白詩蘇軾詞》卷，其他有公元一五八零年落款的

上海博物館藏《行草書陶詩二十首》卷等例子。

　　湘管齋70a押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秋興八首》冊，其他有公元一五九二年春落款的北

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論書法》卷和《行書畫錦堂記》等例子。

　　湘管齋70b押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公元一五九一年《墨花十二段》卷，其他有晚年書齋

櫻桃館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自書詩》卷等例子。

（四） 其他：有助於編年的自用印

以下乃是對於編年有幫助的線索之印章。

1“酬字堂”印是寫了“鎮海樓記”以後，公元一五六一年秋以後押蓋的印。

2“辛卯七十一”印是，辛卯年，徐渭的生日、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二月四日算起一

年內，或者是之後才押蓋。

四、群組的“套印”
　 在收集整理徐渭的印時，發現到一個重點，就是在用印方面，他會有一組一組的印，而

且在使用時，組與組之間不太混著使用。以下將分成十組（ A 至 J 組）來探討。

A. 佛利爾本《花卉圖》卷組：徐渭之印B5、天池山人36、湘管齋68圓、青藤道士B17、文長     

　 B14、文長B9、公孫大孃B29、文長氏B15、華暗子雲居31a、天池漱僊B19、袖裡青蛇B26　、

青山捫虱B28、渭B7、徐渭之印B2、徐渭B1、秦田水月B35、古秦田水月B34、山陰布衣B22、

酬字堂B32。

 （作品例：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花卉圖》卷、火奴魯魯美術館藏《花卉圖》卷、紹興博物

館藏《行書寫花十六種詩》卷（浙18-003）、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藏《墨芭蕉圖》、

紹興博物館藏《行書五律詩》（浙18-007）等。）

B. 隆慶年間《草書春雨詩》卷組：徐渭之印13、之罘山人38、天池漱僊T。

  （作品例：上海博物館藏《草書春雨詩》卷、虛白齋藏《行草書詩天瓦庵》等)

C. 田水月（圓印）群：田水月66a、天池67a。

 （作品例：遼寧省博物館藏《寫意草蟲圖（葦塘蟲語圖）》等。不包含田水月66、天池67

的上海博物館藏《雜花四段》卷。）

D.《榴實圖》群：徐渭印11、文長B9a、湘管齋L、袖裡青蛇B26a、天池漱僊32、公孫大孃

B29a、徐田水月（朱文）。

 （作品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榴實圖》、南京博物院藏《三清圖》等。而遼寧省博物館

藏《菊花圖》的文長B9b印是類似文長B9a的偽印。）

E.《擬鳶圖》卷和《花果圖》群：徐渭12、天池山人36、青藤道士B17a、袖裡青蛇56、公孫

大孃65、文長10、文長28、渭1、文長2、佛壽17、秦田水月24、鵬飛處人30、青山捫虱

42、華暗子雲居31、漱僊55、兩溟魚鳥44、山陰布衣61、金罍山人53、湘管齋68。

  （作品例：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草書詩翰》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女芙館十詠》、 上海

博物館藏《擬鳶圖》卷、上海博物館藏《花果》卷等。）

F. 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卷群：徐渭之印22、徐渭之印64、天池山人36、

青藤道士62、湘管齋69、文長29、袖裡青蛇19、太玄著4、文長氏6、青山捫虱42、華暗

子雲居16、天池漱僊15、黑山昧23、孺子B25、抱風弄月。

 （作品例：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一五七五年《花卉圖》卷、上海博物館藏《牡丹蕉石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楷行書

自書詩埜秋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花鳥》卷、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等。）

G. 公元一五八八年《山水人物花卉》冊群：祇有徐渭之印21長、天池山人51長

 （作品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萬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山水人物花卉》冊、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黃甲圖》等。）

H.住友本公元一五九一年《花卉雜畫》卷群：文長B8、渭B6、文長B10、徐渭印B3、徐 

渭、青藤道人B18、筍孤□（白文）、孺子B24、天池（白文）

  （作品例：祇有泉屋博古館藏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花卉雜畫》卷。）

I. 支那南畫大成本《水墨花卉》卷群：徐渭之印54、天池山人34、天池山人34a、天池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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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b、天池山人34c、青藤道士58、湘管齋68、湘管齋68a、湘管齋70、湘管齋70a、湘管齋

70b、袖裡青蛇56a、公孫大孃63a、文長48a、文長27、漱僊49、佛壽18、金罍山人57、海

笠20、太玄著41、辛卯七十一47。

 （作品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墨花九段》卷、同年榮寶

齋藏《花卉圖卷》、蘇州博物館藏《行草書應制詞詠劍》、《行草書應制詞詠劍墨》、

榮寶齋藏公元一五九二年《行書煎茶七類》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雜畫》卷、廣東省

博物館藏《花卉圖》等，表現出中期至最晚年作風的作品。）

J.  浙江省博物館藏《花卉》冊群：徐渭之印21小、天池山人51小、天池漱僊32a、徐渭漱

 （連珠印）、文長氏25、文長B9a、孺子B25、青藤道士（?）、袖裡青蛇（?）。以上分組

有點繁雜，但為本研究主要群組。

（一） 各群組分類時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在歸納所屬各組作業時，有些東西實際上需要更細微的判斷，還有可能有遺漏或判斷

的錯誤。此外在各群組裡舉出的例子中，當考慮“印－書畫”相對獨立關係性的問題時，就

算是真印，作品本身有疑問的例子也會出現。這就要思考是否為徐渭的代筆作品，比如史

槃、王圖、王玉陽、柳元穀、馬策之、陳于朝、王驥德、王澹、吳系等的代筆。進一步，今

後對於一個群組全體，是否群組本身即為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也要納入考量。

群組A：這些作品群是否為真蹟、真印，是否為代筆人（王圖、王玉陽等），筆者目前

的想法是還有探討的空間。筆者個人認為，把佛利爾本《花卉圖》卷的題款書法一字一字拿

出來對照之後和其他群組在點畫線質上並無相似處。有一說是徐渭早期的作品，但書法不是

徐渭的，火奴魯魯本等也一樣。但斯德哥爾摩本《墨芭蕉圖》的書畫、紹興市博物館藏《行

草書麗人詩》書法共有力而有特色。

群組B：榮寶齋所藏《行書捧讀》手卷的徐渭之印13的線質比較生硬。此原因甚麼？

群組C：用田水月印（圓印）作品偽作較多。要區別後人（張大千等）所做的作品。

群組D：傅申先生提交遼寧省博物館藏《菊花圖》是張大千偽作，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榴實圖》值得懷疑。前圖擬後圖的印（文長B9b印倣文長B9a）補充此說。

群組E：有些學者懷疑這些群組裡的某個書畫，筆者目前的想法是徐渭的多樣性包含群

組E。筆者認為此群組E是徐渭長期旅行時隨身攜帶的一組印。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八零

年《花果魚蟹圖》卷是八月十五日在北京所書寫的作品。不過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

的嘉靖壬寅（嘉靖二十一年，公元一五四二年）落款，可以明顯看出錯誤。因此筆者判定此

一作品為偽作，或是代筆人（柳元穀、馬策之等）作品，仍有待詳加考證。

群組I：這些群組裡的某個書畫是否為代筆人（史槃、陳于朝等）或為後人（張大千

等）的作品還有探討的空間。還有一些偽印。

群組J：是否真蹟、真印，還有探討的空間。

（二） 其他無法分組的孤印

因為祇有一個例子，而無法分組的書畫作品如下：

“徐渭之印”朱文印、“中□子”印、“翁州居士”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公元一五

六七年隆慶元年款《青藤自書詩文冊》。

“天池山人”印，柏林東方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七零年隆慶四年《寒林四友圖》。

“徐渭之印22小”印、“文長7”印，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七零年《行書杜甫詩》扇

頁。

“徐渭？”連珠印，上海博物館藏《行草陽和廷捷詩》扇頁。

“徐田水月”朱文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驢背吟詩圖》。	

“徐渭之印21”印，南京博物院藏《雜花圖》卷。

“文長”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行書自作次張長治韻七律詩》。

“天池漱僊”印、“徐生渭”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行草書自作龍溪子七言古詩》。

“石鷗館43”印，上海博物館藏《漁婦圖》。

“墨三昧（小長）”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梅花蕉葉圖》。

“青藤道人”印，上海博物館藏《草書書簡“得書後即走筆”》（這封書信“此”字

的結構或點向右上跳躍這類的筆畫，在徐渭書法裡未曾見過）。

“文長45”、“徐氏文長5”、“青藤道人50”各印，劭厚夫藏《為內惺補智舷詩》

卷。

“天池山人196a9”、“太玄箸40”、“青藤道士196a11”、“湘管齋68b”各印，個人

藏《稻蟹圖》。

（三） 未列入考察對象的書畫作品

　　有些曾被介紹過較有名的作品圖版，可以明顯看出是徐渭之後的書畫用印，為了避免繁

雜，從本次自用印考察中排除。以下即為其例：

　　鎮江市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五四年款《草書四言聯》

　　上海博物館藏《雜花四段》卷

　　廣州市美術館藏公元一五六一年款《花卉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潑墨十二段》卷

　　榮寶齋藏《潑墨四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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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花卉圖》冊八開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藏《行書煎茶七類》卷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行書七絕書》冊十開

　　日本菊池家舊藏《雜畫》冊三十六開（已經全部燒燬？）

（四） 各群組間擁有許多印的理由

　　各組之間擁有各式各樣印的原因之一，是徐渭依照畫卷的形式，隨著題詩不同而變換印

文。再來就是，全部的印並非同時使用，而是主要的印之外，加上當時的感覺，在適當的群

組裡找出適當的印押蓋。

1. 群組化成立內在的理由

　　這樣一套一套的群組印，似乎有它成立的內在理由。

　　群組C、群組D，田水月和《榴實圖》的群組裡的繪寫物體，在徐渭書畫裡，就有如楷

書一般是較為端正畫法的較多。

　　群組E，《擬鳶圖》卷和《花果》卷群裡，可以看到充滿活氣的徐渭，用了許多“孺

子”印（孺子指的是小孩子，象徵著“童心”），時而像《花果》卷般前衛。

　　群組F，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組，畫作多用沒骨暈染法，書法方面

則多用像鐵釘頭一般打入的寫法，於畫於書都顯現出與其他群組不同的變化。

2. 群組化成立外在的理由

　　群組成立外在的要因，或許可以歸因於徐渭一生中，由於應付人生中各種不同的狀況。

請求某個篆刻師傅刻的一套印章在某個時期使用也不一定。徐渭一生中搬了許多次家，加上

如入獄這樣激烈的環境變化，還有在出獄以後書畫創作活動增加，從公元一五七三年到一五

八二年期間在外旅遊的時間也變多。在那情況下，一套印如果不見，可能就會重作一套印來

補也說不定。隱居在紹興的公元一五八二年以後，意外減少，特別是晚年定位在群組I，支

那南畫大成本《水墨花卉》卷群組裡的印也就持續在使用。

五、群組的大致編年
（一） 書畫編年研究

　　在這稍微簡單地談論一下“以徐渭自用印所做的書畫群組編年圖”（參看本文最後附

圖）。

　　縱軸是從公元一五六零年到徐渭去世一五九三年為止的時間體系。現存可以信賴的作品

大多數集中在此一時期。橫軸的左邊是畫，右邊是書法作品。從作品量來說的話，書和畫遺

留下來的作品量大致相同，不過從印章的種類來說的話，擁有押蓋在題畫詩的印，比例上畫

是比較多的。實心圓所代表的是各個群組，以藍色系和紅色系的顏色來作區別（從某群組往

上下延伸同樣色系稍微淡一點的非實心的半橢圓代表群組內的某個印在那裡出現）。圓重疊

的部分代表某個印出現在兩群組間。

　　另外，圓的背景是徐渭一生中所發生的事，對於他的創作不無影響的入獄期，五次前往

北京（最後一次祇到中途未能成行），以及赴北京時生了五次病，各次的大概時間利用不同

顏色上圖。

（二） 大致的徐渭書畫編年

　　目前要很嚴密地去劃分現存徐渭書畫作品的年代是困難的。以下為今後研究徐渭書畫

的時期及整體輪廓建立假設。如下：早期：(A)BC→中期：DEF(I)→晚年：GI→最晚年：HI 

（這裡所說的早期指的是現存作品中較早期的意思）。

　　早期：入獄期間（嘉靖四十五年至隆慶年間，四十六歲，公元一五六六年－一五七二

年）的前後數年。書畫停留在某種青澀階段。

　　中期：萬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五十五歲，徐渭完全被釋放之後到萬曆十年（公元

一五八六年）六十六歲，因為精神失調的原因，從北京回家鄉前往王道翁家穩定下來這段時

間。書畫上可以看出有許多的嘗試的時期。

　　晚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左右開始到停留在紹興王家建置書齋之後，幫助徐渭從獄中釋放

的張元汴在這時期去世。書畫呈現圓熟的時期。

　　最晚年：特別是有紀年作品大量增加的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七十一歲左右開

始到萬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七十三歲去世為止，是遺留下許多創作的最後時期，

不愧為徐渭的老成境界的時期。

　　這個編年的假設是從：

　　　． 根據以上敘述的印的調查，可以把徐渭各式各樣的印和多種類的書畫分組。

　　　． 群組間大致上的編年和同時期的並存關係中推演出來。

　　例如，群組A和群組F，青藤道士B17與B17a、袖裡青蛇B26與56、公孫大孃B29與65、

文長B14與10、文長B9與28、青山捫虱B28與42、華暗子雲居31a與42、渭B7與1、徐渭B1與

12、秦田水月B35與24、山陰布衣B22與61共十一個例子裡“大同小異的用印”，一個都沒

有混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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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那麼多的印卻沒有和其他群組的印混著使用的原因，是不是印的保存管理十分

良好，還是因為某種理由群組和群組並不同時存在呢？群組A與群組F（含有公元一五七七

年北京故宮藏《寫花十六種（花卉十六種）卷》卷）的關係，可以解釋前者因為某種理由而

不再使用或者完全是偽印。同樣的群組F和群組I裡大部分的印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群組

(A)B→群組F→群組I”。可以推論出這幾個主要的印的群組之變遷。

　　從作品風格可以看出群組B非常氣盛的線條和群組I老成的線條對比鮮明，無法把兩者放

置於接近的時間，像這樣把書畫的作風對照之後可以想見三個群組和大致的“早期→中期→

晚年”相互呼應。

（三） 大致的書畫編年特徵

1. 時間體系的展開

  　每一套印裡雖然有許多的印，但是卻不和其他印混著使用，乃是因為群組和群組之間並

不同時存在，而這個編年是在這樣的假設下作出來。包含“早期：群組B→中期：群組F→

晚年：群組I”這樣主要群組的變遷。這可以啟發我們“從寫實到抽象”的畫風而“從複雜

化到單純化”、“生硬到熟練”這樣書風的演變。

2. 同時期裡複數的群組並存

　　這個編年並不祇是直線的發展，其中包含有徐渭作品的多樣性。

例如：書畫創作高揚期的中期，認真作風的群組D、和喜好用沒骨畫法具有獨特書風的群組

E、和有活力的實驗作風的群組F，這些作風非常不同的群組同時並存，不是祇有時間軸直

線般的單純的展開。

　　這個編年可以在複數群組並存之情況下包含徐渭作品的多樣性。

六、總結
　　以上利用徐渭書畫裡的自用印，利用數位畫像的方法對書畫印系統的調查所得到的成果

之一部份。

　　各個印的特徵以“天池山人”、“公孫大孃”、“湘管齋”為例，說明明人用印的特

徵“大同小異用印”，敘說印的缺角等與徐渭書畫編年有關的觀點。後半段關於印的群組

化，對徐渭書畫印裡頭許多大同小異用印的群組化過程解說，並舉出了從A到J等十個群組例

子。

　　本文圍繞在自用印的探討並敘說其中一部份研究成果。在徐渭書畫的基礎研究裡，目前

尚未有這樣系統化的先行研究文獻，因此在這一點上別具意義。

　　不過，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在“印－書畫”相對的關係性下，有許多無法群組化的事物

和一些例外。此外，可能還有一些遺漏或者錯誤，希望各界先進不吝指�。

　　今後研究的基調，以徐渭自用印為持續研究的基礎，進行徐渭書畫的綜合研究。以上提

到目前無法做到的限制，相信在日後的研究過程中可以漸漸得到修正。未來在相關領域上也

需多方面留意，並滲入書、畫等個別作品中討論。本文所無法充分拓展的，將在書畫自體的

基礎下，進行更為具體且精緻的研究，為今後努力的方向。

　　筆者亦打算把本文作為博士論文“徐渭書畫研究”其中一章。

補遺

堀辰雄舊藏徐渭款“我思古人”印
日本著名文學者堀辰雄（1904－1953）遺愛的印裡，也有一顆刻有徐渭款的印石。

“我思古人”印

（黑色石，縱長48毫米）

側款“己卯小春月天池”

“我思古人”原來是《詩經．綠衣》裡的句子。徐渭本人也有“我思古人等鴈行” 

（〈沈將軍詩〉，《徐文長三集》卷五，第一六一頁）這樣的詩句。側款的“己卯”、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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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參照徐渭《畸譜》中“五十九歲。稍瘳。李子遂至自建陽，悅而

起”可以看出是五十九歲這年紀。

公元一六二二年蘇宣　　　　　公元一六六七年王楫　　　　　公元一七一五年王翬

　　與徐渭時代接受的這類印例，可以舉出公元一六二二年蘇宣“我思古人來獲我心”、公

元一六六七年王楫、一七一五年王翬等都有“我思古人”印。從“我”“思”字結構上看

來，跟王楫的印有相似點，這較有趣。“思”“古”的第一畫用露鋒入刀，和明末蘇宣之印

比較共通有拙氣。側款用徐渭書法風格入刀（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裡也有其他押印

者不明的“我思古人”印）

　　筆者尚未見過明人擁有像這樣不定型印的例子，徐渭自用印裡也未曾發現過具有這種風

格的印。不過類似這樣具有徐渭傳承風格的印石珍貴，至少在日本徐渭受容史裡算是一個證

據。

　　這印石和一顆刻有明清名家側款的印一起放入印匣裡，聽說是二十世紀前半從廣東流傳

過來。

　　相關資料：印譜《我思古人》（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堀辰雄夫人堀多惠刊）裡原鈐印

所收，以及公元一九四一年堀辰雄三十六歲時的隨筆“我思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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